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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当代大科学研究的趋势发展和特征，凝练并提出了复杂性科学实践在方法论上的普遍存在结构，旨在为科学哲学观与科学实践之间建立某种联结架构，它是由系统思维、系统方法形成机制、特定方法集合应用等三层次结构组成的系统方法论的结构形式；这一普遍结构既是知识的、也是逻辑的，其结构层次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和传导关系，不可混乱和颠倒；通过引入中国和美国在ICF研究领域，为破解系统性科学与工程问题所采纳的组合方法案例比较分析，佐证并支持了上述理论结构的归纳；在类似复杂的科学探索局面中，大科学研究共同体需洞悉这种做事方法论的逻辑结构，并在实践应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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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rend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puts forward the universal structure of complexity scientific practice in methodology,aiming to establish a certain connection structure betwee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science. It is a structural formation of systematic methodology with three levels of structure, including systematic thinking, systematic method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ecific method set application. This universal structure is not only knowledgical, but also logical. There are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transmission relations between its structural levels, which cannot be confused or reversed. By introduc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ICF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mbined methods adopted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seek solutions to systematic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problems, further corroborates and supports the induction of the above theoretical structure. The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munit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is kind of work methodology and apply it in practice in the similar complex scientific exploratio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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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科学”（large-scale science）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兴起的科学研究概念。1962年美国科学家普莱斯（Price DJD 1922-1983）根据其时代科学研究的规模呈指数级发展的统计学规律，在其出版的《小科学 大科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科学”概念 [1]；综合自那以后诸多科学研究范例，大科学研究通常是指那些追求重大科学目标，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重大影响,且一般由那些综合国力相对强大的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协作开展的重大研究使命。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大科学研究具有一般系统的普遍存在特征[2]，又属于复杂性科学范畴，因而必然是系统化的科学研究实践，这种复杂且系统化的科学研究实践，存在三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大科学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一般须经较长研究周期，少则三、五年，多则几十年；二是大科学研究通常牵动广泛的学科、专业配套，呈现跨学科、跨专业、甚至跨领域、跨行业的广泛协作；三是大科学研究既可能表现为学科专业上的大跨度交叉、大协作实施的前沿基础性研究，也可能是建立在某种特殊的工程化设施基础上的科学研究；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大科学研究又必须与大科学工程相结合，大科学工程是创造大科学研究条件的必备过程，大科学研究又反过来促进大科学工程技术升级发展。作为特定的复杂系统，从系统结构和系统定义角度看，大科学研究系统实际上既包含了那些结构良好（Well-strutured）、易定义的（well-defined）的硬系统问题（Hard systems proplem），如大科学研究设施系统研制问题，又包含了一些不良结构（ill-structured）、难以定义（ill-defined）软系统问题（Soft systems proplem），如大科学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的重大研究命题系统问题；因此，大科学研究系统又是“硬系统问题”与“软系统问题” [3]共为一体的复杂系统问题。
根据大科学研究的系统形态及固有特点，必然存在其系统化科学研究命题破解过程的科学方法论，这个所谓的科学方法论与它的客观对象相对应，称之为系统方法论[4]，它是解决包括大科学研究在内的所有系统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概括地讲，系统方法论是解决系统问题的逻辑层次结构的总称，包括决定系统价值认知的系统思维[5]概念层次，系统方法形成机制的主体层次，基于系统方法生成机制的组合方法应用层次等三层次结构；这个三层次结构既是知识的、也是逻辑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系统思维决定系统方法的形成机制，系统方法的形成机制结合特定的系统对象产生解决系统问题的组合方法；这一结构层次不可混乱，不可颠倒，其中系统思维作为思想的倾向或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起到支配作用，系统思维决定系统方法形成机制的内在逻辑，系统方法形成机制产生不同适用对象的特定的方法组合。对于科研实践，尤其是具有复杂系统特征的大科学研究实践，科研目标的成功，本质上是思维或逻辑的成功；可以说，包括大科学研究在内的一部科学研究历史，既是揭示自然规律的知识创造过程，更是科学方法论的探究与完善过程，在人类每遇重大科学挑战，遁入迷宫，千回百转的困难境况下，总是乐于回归哲学的反思，今天诸多大科学问题，正是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与早期的科学研究形态相比，部分大科学研究要么导致现存的局部或整体科学体系的革命性变化，要么就是某种程度的资源浪费，面对这类极具挑战性的宏大科学研究事业，科学共同体须在哲学反思与科学实践之间，构架与完善科学方法论这座桥梁，这是我们对系统方法论结构层次解构分析的认识基础。
1  大科学研究的系统思维理念
思维方式是人看待客观世界的特有心理定势，通俗点理解，这个定势大体上就是态势或倾向的意思，它是由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个体经历塑造而成的。由于环境和个体经历千差万别，人的思维方式就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些致力于科学的人，由于他们的系统知识的教育背景及所处的科学研究环境，科学工作者及所属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也在此特定背景与环境中得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整体看是科学思维方式[6]，而不大可能是其他的思维方式，如宗教思维方式；但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工作者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则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观察科学的发展阶段，常有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之分，传统科学研究遵循“有序”、“可分”、“绝对理性”三条基本法则[7]，追求简单与绝对理性，从哲学思想看，它还是还原论思想及其结果；大科学研究属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8、16]的新发展，与传统科学研究既有联系，又存在显著不同，大科学研究诞生于传统科学研究基础上，它从传统科学研究的简单系统实践走向复杂的大系统研究实践，当传统科学实践中那些统御各学科研究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事物的法则被颠覆（如无序对有序、不可分对可分、相对理性对绝对理性的颠覆等），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思维层面某些固有理念的动摇，这种思维领域的矛盾折冲是个过程，从“还原论”到“整体论”[9]，再到这二者在现代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相互补充，辩证统一的思维融合，进而凝聚成为统御新世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认识论”[10]；从这个角度观察，大科学研究也可称之为是系统思想的产物，系统思维自然也就成为大科学研究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思想基础。

系统思维是科学实践日益复杂化的趋势性要求。在人类解决自身诸多发展命题，对科技持续提升要求的过程中，科学的形态持续发生重大变化，以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科学研究事件为标志，在此之前，一场重大的科学演绎或实验，通常就是科学工作者个体，在一个有限空间的独立个体行为，就科学而言，那些所谓容易解决的，在此过程中解决的也都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难于解决的[11]，这场发端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复杂化了的科学的形态的变化，逐步导致思维层次的新演绎，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科学界直观地提出“大科学”这个一定程度上反映复杂化了的科学的形态的新概念同时，在认识论上，这个新的科学研究概念的产生与“复杂性”[12]紧密联系起来，而这一切又是由科学上“做成事”或“没做成事”的过程决定的，这种科学范式的变化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所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13]遥相呼应，哲学上又称之为“复杂性思维”或“复杂性世界观”[14]，它是系统运动的自然演化，也是系统思维的新发展；这样大科学研究就是复杂性科学在语义上的近似表达，基于这一逻辑，大科学研究复杂性也就获得了与复杂性科学近似的语义内含，关于复杂性，根据美国哲学家N.雷舍尔（N.Rescher）在《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一书中所做的归纳：复杂性分为“两类、四种”[12]：两类是指认识论模型、本体论模型；四种是计算复杂性、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功能复杂性；这四种又进一步析出更精细的九种具体复杂性的结构；在国内的各种文章中的表达则不很统一，但总是与这样一些语境相关联：如，可分与不可分、有序与无序、线性与非线性、对称与破缺等；那么，放在大科学研究这样特定科学研究范式中，如何认识和理解系统思维演绎出的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新内含呢，这里笔者从大科学研究的实践出发，试做如下归纳：
走向开放的复杂系统：大科学研究诞生于传统科学研究基础上，从传统科学研究的简单系统实践走向复杂的大系统研究实践，大科学研究打破了传统科学研究的相对封闭体系，将研究对象本体与环境统一于一个大系统；显然，一旦这一研究的主体对象系统与环境联系在一起时，就形成了这二者之间的双向影响，通常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就产生什么样的系统环境，环境是系统对象的附属物，大科学研究范式出现后，大科学研究的系统主体对象某种程度上是由环境塑造的，环境变化了，系统主体对象也发生变化，这样的大科学研究系统就具有了某种开放性系统特征[15]，在这个开放性系统中，传统科学研究遵循的法则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失效，大科学研究使命之一，需探索各学科共同遵循的新法则及联动机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统科学所遵循法则的全盘否定，更多情况下可能是二者的融合与贯通，如可分的与不可分的，还原的与整体的，线性的与非线性的等；科学思想的变革是科学突破的前奏。
持续演化的系统运动：运动是永恒的。大科学研究实践是复杂系统运动的演化过程，这一演化是大科学研究作为复杂系统内在特征所决定的，这可以从几方面加以具体认识：一是大科学研究目标与大科学智力系统的整体认知能力之间的双向影响，促使大科学研究目标的持续演化；二是大科学研究目标与大科学研究设施之间的双向影响，促使大科学研究过程持续演化；三是大科学研究设施与相应领域的科技发展水平的双向影响，促使大科学研究能力的持续演化；这三方面演化特征，从大科学研究实践的总体目标看，始终表现为由某种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再由某种确定性走向新的不确定性的循环演变；从大科学研究实践过程看，始终是由研究的某种无序走向有序，再由某种有序走向新的无序的过程循环；总体走势是大科学研究水平的持续提升。
在涌现与贯通中发现新规律：大科学研究作为系统化的科学研究实践，通常包含系统总体层次的研究行为，以及一系列子系统的分解性研究行为或其他配套行为；总体与局部之间，局部子系统研究行为是系统总体性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系统总体性研究全部或部分超越局部子系统研究，二者一般不具有替代性，也就是一般情况下，在局部子系统研究基础上，一定要进行系统总体层次的研究，系统总体性研究具有涌现性，这种涌现性是该系统的局部子系统所不具有的，大科学研究聚焦、获取这种涌现性，并借助整体涌现性，寻求某种不确定中的确定，某种无序中的有序。但是，在追求整体涌现性的探索路径中，也有这样之情形，某些特定系统的系统规律是蕴含在局部子系统中的，大系统的规律是通过局部子系统的研究，加以推演获得的；如局部天体系统研究之于宇宙系统规律的认识，细胞分子结构层次的研究之于生命系统的科学认识等，即为这类情形，谓之：上穷碧落下微尘，整体与微观上下贯通，在整体涌现与微观细推中寻求对大科学复杂系统规律的全面认识。
2  大科学研究系统方法的形成机制
系统思维是形而上的，它还只是一种思想的倾向，或者就是一种领悟，还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层次，通向解决问题的则另有存在。关于这个存在，可从人的个体学习体验中加以反证，在人接受系统教育的过程中，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过程大约占据人生的四分之一时间，这个过程人接受了一系列的系统知识学习，直至走向社会；我们发现，这套系统知识的大部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实践的延伸，到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但当遇到某个现实问题时，特定个体似乎又总是能够形成某种即时的思想反应，通常结合具体对象，只要基本信息输入是充分的，这个特定的个体一般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对问题做出某种明快的判断，或自然浮现某种处理步骤；这时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机制，这个思想机制是一种结合问题对象的方法形成机制，它可能调动一切关联性知识，如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或多学科综合的，它是受过教育的人，在遭遇问题时，在意识上自动生成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形成机制；这是我们学习系统知识过程中，获得的已经成为我们思维中的内化了的一种理性结构，这套理性结构产生持久的作用，不随系统知识忘却而消失。由此推论：如果某种思维倾向是针对客观事物的整体透视、领悟和把握，那么特定方法的形成机制就是通向解决问题的桥梁；同样，系统思维是针对系统问题的整体透视、领悟和把握，系统方法的形成机制则是通向解决系统问题的桥梁，这样的一个形成机制就构成了系统方法论的主体层次。
系统方法总是与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系统方法形成机制，也就是说它是一套关于处理系统问题理性化了的思维结构，这个结构根源于系统结构和系统特征，而系统结构和系统特征反映的是系统存在的本质；因此，方法论对解决系统问题起作用，实际是通过这个精细结构的形成机制在发挥作用，它将系统方法的形成机制引入到特定的系统运动过程，促使脱离了客观对象的理性化了的方法形成机制与具体的系统运动关联起来，从而产生某种解决问题的具体机制。

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机制是：①需求：初始出自于人类的某种客观需求，这种客观需求一般都是由某一特定现实问题牵引而来；②客体信息：基于需求输入，通常存在与此类需求相关联的客体信息及其相关联的环境信息，对于这些客体信息与环境信息是需要做具体分析与甄别的，这是确保对问题系统的准确描述必不可少的步骤；③系统概念：通过分析与综合，或归纳与演绎，提出某种概念系统，这仅是回应需求的初始步骤，有关复杂系统的概念系统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通常是一个反复权衡的过程；④方案性（或程序性）设定：这是为实现概念系统，所生成的一套解决方案以及处理问题（包括统筹资源）的程序，通俗一点讲就是打定了如何做事的主意或腹案；⑤施与客体对象系统：将所设定方案与程序付诸实施，这是与问题对象具体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做事的过程；⑥价值再判断：做事有结果，针对某种输出的结果，需作价值再判断；如图1.系统方法形成机制示意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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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系统方法形成机制示意图

“⑥”与“①”之间构成了循环关系；“②”-“⑤”作为系统方法的一般形成机制，图中的系统思维表示对客观事物的整体透视、领悟和把握的意识形态功能，全程起决定性作用，极端情况下可导致生成步骤中止。在系统方法形成机制中，始终存在着潜层状态的庞大的知识体系，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就是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均可视之为对这个结构机制的方法支撑，就这些方法的属性看，整体上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因为这种结构机制，它们就处于了某种可调用的秩序中。

关于系统方法的形成机制的解析，重点在于复杂系统的方法形成问题，对于复杂系统，它的方法形成机制，与简单系统问题的方法形成机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展开程度上显著不同，对于简单系统，它的方法形成机制，特别是在遭遇性的极端情况下，可在极有限的时、空限定条件下就完成，可简化为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中间则如同一个黑匣子，而复杂系统则相反，系统方法的形成机制是一个在时间上持续循环、在空间上大跨度展开的机制。
3  大科学研究组合方法的应用集合
方法论与方法分属不同范畴。如前所述，方法论是一种有层次的逻辑结构，方法在这个逻辑结构层次中是方法论的基础，没有方法的方法论，实则沦为方法论的空谈；而方法则是技术性的、具体的、动态的。基于实践的丰富性，系统方法论有不同的理论论述，如系统工程方法论、综合集成方法论[17]、WSR方法论等[18]，系统方法论的某种理论学说，在与其系统运动过程相结合时，往往牵引某些新技术、新方法的形成，也牵引某些新技术、新方法的组合，这种新技术、新方法的组合，实质是创新行为，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可能是新技术、新方法的创新，但更多的是基于现有技术、现有方法的再组合。

关于组合方法在系统方法论结构层次中所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有广泛、鲜活的实践可资佐证，这里借助ICF激光聚变研究案例略加剖析：

案例名称：中外ICF激光装置研制方法比较。
案例属性：具复杂系统特征的大科学研究。

简要背景：为了破解人类的终极能源需求，美国人建立了NIF装置，这是一台已经投入运行的数兆焦耳的大型固体激光装置，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NIF装置共有192路钕玻璃激光器，能够提供高达约4MJ的1053nm激光和约1.8MJ的351nm激光，并被聚焦到靶室中心的靶丸上，用以聚变物理的研究工作；其在物理形象上占据面积约相当于数个标准足球场的规模。
中国ICF激光装置具有与NIF装置某种类似或超越的规模特点及复杂的功能特性。这里的重点涉及的是大科学研究项目在做事方法层次的比较，其它细节就不一一列述了，下表是笔者基于中外ICF激光装置研制过程，所采纳方法的一种归纳方式，详见表1 中外ICF激光装置研制系统方法比较。
表1 中外ICF激光装置研制系统方法比较

	 方法集
	中国ICF激光装置
	美国NIF装置
	方法集合的异同

	基本过程

方法
	物理需求→概念设计→初步设计→工程设计与验证→外协制造→集成安装与调试→试运行→验收交付
	立项准备（能源部启动指令）→ Conceptual design and advanced Conceptual design →TilterⅠdesign（初步设计）→ TilterⅡdesign（工程设计或定型设计）→Tilter Ⅲ Activities（外协制造-集成安装与调试-试运行）→验收交付运行【National Ignition Campaign (NIC)】
	①基本过程方法：

大体相同；

②差异：因特定的社会体制，项目的启动程序略有不同，但这不是做事过程方法的本质差别。

	通用工具性方法
	①置引用标准和接口规范；②基本方法应用：系统结构分解（PBS）、任务结构分解（WBS)等；③两大类评审：管理评审、技术评审；④仿真模拟、协同工作平台。
	①技术与管理基线管控；②系统结构分解（PBS）、任务结构分解（WBS)；③相关评审，三类评估：安装评估（IQ）、运行评估（OQ）、性能评估（PQ）（第三方评估）；④其他工具方法。
	①共性方法：主要的通用性工具方法几乎一致；

②差异：特定制度性差异，反映在微观管理程序上的差别。

	其他特定方法
	①组织管理：在实施管理层，引入类似中国航天的两总系统，具体组织实施ICF激光装置研制的技术与管理线条的各项实施工作。

②总体集成：策略+技术组合

1）先采用1~2束光集成调试达标工程验证；

2）形成了数十项特定工艺及工程技术组合而成的集成技术方法集。
	①组织管理：

1）NIF设置了统管实施项目的项目经理（总经理）及所属项目管理机构，构成为NIF项目实施体系；

2）委托第三方整体外包。

②NIF的总体集成：由4束光组成的早期光计划（率先拉通4束光的工程集成）
	①共性方法：束数不等的激光束工程集成验证。

②差异：

宏观系统环境所决定的组织管理方式不同。

	方法属性归集
	①专业属性：理学和工程相关学科，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如管理学）；

②（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
	①专业属性：理学和工程相关学科，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如管理学）；

②（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
	①专业属性相同；

②组合方法的数量差异。


通过表中的归纳对比，在做事方法层次，至少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中外ICF激光装置研制，均采取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组合，既有共性的、也存在由各自宏观系统环境差异所决定的特定方法的组合，通过这些方法的集合应用，从而研制成功符合特定性能要求的ICF激光装置。

    第二、中外ICF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这套既有共性特征、又有差别的方法组合，绝非偶然，这个行为的背后正是系统方法论的内在科学规律所决定。
组合方法属于大科学研究系统方法论结构层次的底层，直接面向解决问题过程，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按方法属性可归集为解决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所有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方法论的结构层次是个完整概念，只有在系统方法的一般形成机制，与具体的系统运动过程相结合，并由此形成组合方法的应用集合，才可能导致大科学研制实践走向成功。

4  结语

方法论是一切学科发展的本质问题。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大科学研究实践，一方面表现为科学或工程领域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则总是凝聚着鲜明的科学方法论与创新，可以说，凡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科学研究，它的整体实践行为都必须建基于某种核心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上，而不是一组实践活动或经验行为的简单聚合。基于实践探索，本文提出了大科学研究系统方法论的三层次结构，从系统思维到系统方法形成机制，系统方法形成机制与具体系统运动结合而产生解决系统问题的方法组合，大科学研究共同体应服从于大科学研究的系统实践逻辑，洞悉并建构这种开放的、可扩展的逻辑自洽结构，寻求科学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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